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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有關公開電話監聽或通訊截取的統計資料 
應考慮的相關問題 

對於能否公開電話監聽或通訊截取的統計資料的問題，首先，單純公開警方進行截

取通訊的數字和法官拒絕批准兩方面的數據，在實際中並不具備任何能夠實現監督的功

能，因此，相信提出這方面訴求的人士並不滿足這兩方面的數字，而是要求類似香港截

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公布的數據種類，尤其還包括截取通訊的罪行主要類別、被逮捕

人數、檢討的摘要、截取通訊的整體情況評估等 12 方面的數據和資料，但是，根據澳

門《刑事訴訟法典》的相關規定，案件在偵查階段屬於保密階段，所有訴訟參與人以及

以任何方式接觸該訴訟程序及知悉該訴訟程序的任何資料的人士均對相關資料和內容

負有保密義務。 

澳門司法保密制度旨在保護私人權利及特別法益，同時保障相關訴訟程序和訴訟行

為的有效及順利進行。由於電話監聽屬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調查取證的方法之一，從一

開始就屬於嚴格的訴訟行為，自然屬於司法保密的範圍。可見，在本澳法律制度中，已

有一套既定規則規範刑事偵查階段的保密性，在現行刑事訴訟制度下，刑事警察機關或

負責調查的機關同樣需遵守司法保密的義務，無權將受司法保密約束的訴訟行為及文件

內容公開，其中包括與電話監聽有關的資料。當然，根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 76

條第 4 款規定，如認為對澄清事實真相屬適宜者，主持有關訴訟階段的司法當局（法院

或檢察院）得將處於司法保密狀態的行為或文件內容作出告知或命令作出告知，而同條

第 6 款則規定，在該款所指的某些具體情況下，司法當局可決定許可發出證明，讓人知

悉有關行為及文件的內容。 

而在訴訟的非保密階段，卷宗為法院所擁有，屬於案件組成部份的資料的公開也需

要持案司法機關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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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們在進行前期研究時，已注意到鄰近地區設有定期公開通訊截取統計資

料的規定，例如香港特別行政區規定截取通訊及監察事務專員秘書處每年負責作成報告，

並向立法會提交；台灣地區規定執行及監督機關、法務部，即多個機關每年須向當地立

法機關提交報告。然而，上述地區設立此一規定實有其背景因素。例如台灣地區容許在

緊急情況下，由檢察官許可進行監聽，又容許對口頭談話進行錄音，其審批權較本澳寬

鬆，使用率相對高，由此，台灣地區在 2014 年修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的施行細則》

時，才借鑑美國設立上述規定；至於香港特區的具體情況，本局日前已作出詳細說明，

歡迎公眾進一步瞭解。 

反觀本澳，現時進行公開諮詢、建議設立的通訊截取制度，並非一個全新的制度設

置，它旨在完善現行《刑事訴訟法典》關於電話監聽的制度，修法背景及目的與上述提

及的地區並不相同，制定目前正在諮詢的通訊截取制度，主要是為使這一法定獲取證據

的方法，能適應當前通訊技術的急速發展，以及國際和本澳犯罪形勢的新變化。是次修

法並沒有建議本澳設立國際上紛紛引入的緊急截取規定，又或容許對現場談話錄音，這

正是考慮到澳門現行電話監聽制度已相當嚴謹，同時考慮市民可能的憂慮，而最終沒有

引入相關內容。 

雖然如此，本澳政府包括保安當局對於將來是否公開有關資料及是否設立部門負責

統計及公開通訊截取相關資料持開放態度，歡迎社會各界繼續理性討論。惟須注意的是，

即使社會普遍支持公開有關資料或設立有關部門，根據澳門現行法律制度，公開資料不

能違反司法保密的原則，也不能侵犯司法當局的法定權限，而且，由於公布有關資料應

是為了監督執法的目的，因此，該部門亦應獨立於刑事警察部門，應設置在司法部門，

當然，其設立及運作亦絕不可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且必須符合司法實踐及司法制度之

相關規定。無論如何，新制度或規範的設立絕不能盲目，不能動搖及損害本澳現行的司

法制度。 

綜上所述，《通訊截取及保障法律制度》諮詢文本建議的方案，是充分並綜合考慮

了澳門現有法制、社會現狀，並在合理運用資源的大前提下作出，冀在保障居民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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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和刑事偵查工作的保密性之間取得更佳平衡。上述制度仍在公開諮詢階段，司法界

別、專業團體及廣大市民對諮詢文本充分表達意見，有助增進社會各界對建議方案的關

注和瞭解。本局將持續廣納意見，根據澳門法律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司法實踐，主動解說，

冀讓公眾更深入瞭解現行制度及建議設立的通訊截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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